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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广州街头一个默默无闻的搬运工。但你绝对想不到，就连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子女也没想到，他有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卧底经历。他为保卫广州，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为了严守“国家秘密”，忍辱负重沉默了48年，直到1999年9月13日……

引	子

1999年9月13日，《羊城晚报》头版《苦寻八天找到当年小英雄》，报道了寻找1954年的广州小学生张戎机的整个过程。
为什么会大张旗鼓寻找一个45年前的小学生呢？
1954年国庆节前夕，当年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张戎机，在广州市维新路（今起义路）国庆牌楼下，发现了一个用烟盒装着的炸弹，他及时把炸弹交给了警察叔叔处置。广州市公安机关顺藤摸瓜，破获了一个25人的台湾特务团伙。这件事在广东乃至全国都轰动一时。但事实上，这起大案的侦破，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幕后英雄。当天，家住广州市海珠区东华东路的梁焕，看到《羊城晚报》的公
开报道后，拿着报纸的手激动地颤抖着，他在窄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地念叨：“难道这个我严守了48年的‘国家秘密’可以公开了？如果真的已经解密了，那我的身份是不是也可以公开平反了？”
梁焕老人后来对记者说，这枚炸弹就是他当年从深圳带到广州的6枚炸弹中的1枚。其实，这枚炸弹的引信已经过技术处理，是不会爆炸的。
那么，梁焕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把炸弹带到广州市呢？难道他是台湾当局派遣的敌特人员吗？梁焕背这个“黑锅”背了48年！严守“国家秘密”48年了！

从搬运工到“特情”人

事情还得从1949年解放初期说起。
广州市毗邻港、澳，又是解放较晚的城市。广州是在1949年10月14日解放，深圳则在5天后的10月19日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地省份的国民党残余官兵、特工和相关人员大
多南逃广州，再从广州逃往香港、澳门和台湾。台湾当局利用港、澳的特殊地理位置，经常派遣特务通过深圳罗湖桥潜入广东广州等地，对大陆进行渗透破坏。
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的档案资料显示：从1954年到1965年的十余年间，仅广州市公安局就抓获特务363名，缴获定时炸弹72枚、纵火器85件、列车颠覆器17件等。那几年，每到国庆节前夕，台湾当局和国际敌对势力都要派出大批特务，进行针对广东的所谓“华南行动”，企图在国庆节期间制造暗杀、爆炸等恐怖事件。台湾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等还亲自坐镇港、澳，遥控指挥潜入内地的特务们搞各种破坏行动。
因此，深圳的罗湖桥，就成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桥头堡。当时的深圳，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5000人、既偏僻又荒凉的边陲小
镇。深南公路以北属内陆，由宝安县公安局管辖；深南公路以南沿河、沿海边的渔村、农村，归当时的深圳边防公安30团管辖。
深圳边防公安30团的侦察参谋徐展，负责深圳河两岸的敌情调查。为了全面、准确掌握敌情动态，徐展就想方设法物色发展能够打入敌特内部卧底的“特情”人员。
当时深圳最为繁华的地点，是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一桥之隔的罗湖桥。在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火车站两站之间，有一批工人长年累月从事过境货物的搬运。
梁焕原名梁初，是宝安县深圳镇搬运公司的一名搬运工。徐展通过暗中对梁初调查摸底和多次接触，认准梁初是一个忠诚度高、机智勇敢且应变能力超强的人，非常适合发展为打入敌特内部卧底的“特情”人选。徐展随即报告团部，经过对梁初的考察、培训和试用后，梁初正式成为在30团侦察股备案的“特勤”人员，由徐展负责与他单线联系。徐展给梁初的任务是，在进行过境搬运的时候，对过往人员要细心观察，发现可疑目标后要进行暗中调查摸底。
1953年春，梁初通过观察发现，承包罗湖火车站西侧“得意楼”赌场伙食的张福智，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异，不像是一般的小老板，很可能是台湾当局潜伏的特务。
梁初立即搜集张福智的情况，报告给徐展。徐展通过内外掌握的情报，进一步确证张福智就是台湾当局派遣在香港潜伏的特务站站长。
徐展布置梁初以买卖走私照相机为由，与张福智及其同伙接触。随机应变的梁初，取得了张福智等人的初步信任。为保险起见，张福智把梁初带到香港，接受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考察。经过考察，中情局人员认为梁初是一名忠诚、能干的情报员，可以委以重任，而且还送了一只依波路手表给他。
张福智这才放心了，于是委任梁初负责与潜伏在广州市的特务组织“国防部保密局”联络员陈二妹之间的情报传递。
每当梁初在广州、深圳两地替敌特传递情报时，他都是千方百计先与徐展联系，将情报送到深圳边防公安30团检查并得到指示后，再作处置。

与敌周旋卫广州

台湾特务一直在谋划利用大陆国庆节在广州市制造具有国际轰动效应的“惊天大爆炸”，地点首选是广州火车站、天河机场，其次是岭南文化宫、新华戏院，或是有影响的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发电厂等地。
1954年9月，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大庆前夕，敌特张福智认为实施“惊天大爆炸”的时机已到，密令梁初立即以过境搬运为掩护，利用平时做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装，将美制黄色海绵烈性炸弹、美制银灰色燃烧弹共6枚，分2次秘密带运过境，送交给在广州市潜伏的特务陈二妹。
张福智为了掩人耳目，确保万无一失，命令梁初必须带上老婆和正在吃奶的儿子梁仲玉一起护送炸弹过境。
深圳边防公安30团掌握敌特张福智的这一特大阴谋后，火速上报当时位于广州的中南公安司令部。司令部当即令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侦破，由深圳、广州两地组成02号专案组，深圳边防公安的30团负责搜集敌情，提供情报，广州市公安局则负责具体侦破。
按照指令，梁初把两批炸弹、燃烧弹带过罗湖桥后，边防公安30团派出侦察参谋刘燕昌，在罗湖桥附近的华侨大厦旁边的一个公厕内接应，先后将6枚炸弹和燃烧弹接过来。随即，深圳边防公安30团派徐展护送梁初带着炸弹到广州，交给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排除爆破燃烧功能，并复制还原好，再由梁初带去与敌特分子接头。
广州市公安局针对“特情”，迅速布下了天罗地网。梁初与敌特陈二妹联系上后，陈二妹安排梁初住在长堤路的一间旅馆内，等候接头人。负责指挥这次“惊天大爆炸”行动的是敌特广州行动组的罗定山、屈金汉。特务吴锦萍、罗定山接到陈二妹的通知后，化装成普通旅客，分别到达旅馆，对上暗号后，从梁初手里取走了炸弹和燃烧弹。
广州市公安局为避免打草惊蛇，并没有当场抓捕吴锦萍、罗定山，只是对这两人实行严密布控，暗中跟踪。在全部摸清敌特的藏匿地点后，才开始顺藤摸瓜，把这批敌特团伙25人全部抓获归案。
至此，台湾特务欲在大陆国庆节期间发动广州“惊天大爆炸”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起被称为“新中国解放初期的第一大案”破获后，轰动一时，当时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还出席了庆功大会，并表示祝贺。
在抓获敌特团伙后，有关部门考虑到敌我斗争“特情”的尖锐复杂，既要避免敌特报复性的暗杀，又不能从此切断梁初与敌特的联系，因此不得不采取了特别的处理措施。
1955年3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1954）年市字第
1830号刑事判决：梁初参加特务组织及运送炸药等物，本应治罪，但念其能及时坦白交代全部情况，且经查属实，并有彻底悔改的表现，应予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1955年3月20日，《南方日报》全文刊登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宣判结果，其中就有认定梁初特务身份及对他以反革命罪治罪处罚的判决。

忍辱负重为潜伏

如此一来，本应该是卧底“特情”人、反特英雄的梁初，却背上了天下人皆知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的恶名。没有功勋也就罢了，还要戴上“反革命和特务”的帽子！这是梁初万万不能接受的。有关部门的领导耐心地给梁初做解释工作，反复说明这是保守“国家秘密”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更是反特工作的需要，也是出于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需要。党知道，他不但不是反革命、台湾特务，还是为保卫广州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家功臣！但现在，出于反特工作的需要，他必须暂时忍受一下委屈，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梁初听了领导的解释与鼓励，虽然还是心有委屈，但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冤屈的“判决”结果。
其实，从当时的案情分析来看，虽然隐藏在广州的罗定山、屈金汉、吴锦萍、陈二妹等敌特成员已经被抓捕归案，他们妄图发动广州“惊天大爆炸”的阴谋也已破产，但由于策划组织这个大案的特务首领张福智仍然潜伏在香港，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动向，而且广州等地仍有可能存在漏网的特务。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将梁初判为免予刑事处分的反革命、特务时，除考虑梁初和家人的安全外，同时也希望一旦案情需要，还可以让梁初继续当卧底潜伏下来，以便我公安机关掌握敌特情况，取得对敌特斗争的主动权。
有关部门公开将梁初判为免予刑事处理的反革命、特务，“当时是为了破案留根”。作为当事人之一、已经离休多年的原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燕昌如是说。
“但实际上，梁初从没有受过我方公安部门的审讯，也没在任何供词上签过名画过押。”案情的另一知情当事人、原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徐明补充说。
当年挂职先后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宝安县县委副书记的广东作家陈残云，被梁初这个人物的事迹激发起创作冲动。陈残云深入深圳边防公安30团，向侦察参谋徐展、刘燕昌、徐明等人了解整个案情，深为梁初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梁初卧底的许多细节，都被陈残云搬上了银幕《羊城暗哨》中。《羊城暗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州，几乎是家喻户晓。许多外省人通过这部电影才知道广州又称羊城。这部曾经风靡全国的反特故事片，还被译成五国语言在海外公映。
徐展说，电影《羊城暗哨》中的主角、侦察英雄王练，就是以梁初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在判决梁初具有特务身份并对他以反革命罪惩治后，有关部门考虑到保护梁初和他家人的安全及“特情”的需要，认为梁初已经不适宜再留在深圳从事“特情”工作了，要求他改名梁焕，并将他和家人从深圳迁到广州。梁焕一家人住在海珠区东华东路一间租来的侨房内。有关部门随后安排梁焕在广州市第二运输公司做搬运工。
由于梁焕曾有深入敌特内部周旋的丰富应变经验，上级领导决定让他在广州继续潜伏下来做“特情”。
从此改名梁焕的梁初，到了广州后，他的“特情”关系也同时转到广州市公安局。
他头顶着“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充分利用自己与敌特接触的丰富经验，继续忠诚无悔地干着“特情”工作。
当时有一个在广州市恩宁路居住的搬运工，他有个“叔叔”突然从香港回到广州。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部分情况，怀疑这个“叔叔”可能是台湾派遣过来的特务，指示梁焕先接近这位搬运工，然后再接近他的“叔叔”。
梁焕通过与该搬运工一段时间的深入交往后，认识了该搬运工的“叔叔”。这位“叔叔”对梁焕三番五次的试探，最后对梁焕这个“朋友”十分认可。“叔叔”就安排梁焕与其他特务秘密接头、收送情报，还要他到当时的军事禁区广州五山一带刺探军事情报。梁焕表面上对“叔叔”言听计从，为他搜集了大量“情报”。
就在“叔叔”以为收获满满，准备逃回香港邀功请赏时，早已埋伏的公安人员从天而降，一举将“叔叔”及其同伙全部抓获。
1956年的夏天，因“特情”的需要，广州市公安局又安排梁焕与住在北京路的两名潜伏特务秘密接触。在公安机关的周密安排下，梁焕机智地与两名特务有了交往。经过多次考验后，特务才对梁焕有了信任。
有一天，两名特务让梁焕和他们一起来到天字码头，等候与新来的特务接头。就在码头出口处，梁焕迎面遇到两个相熟的同乡，同乡一喊梁焕的原名“梁初”，梁焕的身份就暴露了。两名特务正要发作，埋伏在附近的公安人员见情况有变，立即发动突袭，迅速将他们制服。

无怨无悔守秘密

自“天字码头突变事件”后，梁焕的卧底身份就彻底暴露了，有关部门再也不便安排梁焕从事“特情”工作了。深知组织纪律的梁焕，一直无怨无悔地做着最底层的搬运工。
到广州后，因为参加“特情”行动，严重影响了梁焕在运输公司的工作。为了行动需要，梁焕时常“无缘无故”地旷工或迟到，又不能事先请假，公司有工作任务交给他时又找不到人，为此，公司经理非常恼火，多次严厉批评他。但因为要保密，梁焕只能默默忍受经理的苛责，不能辩解，更不能说出实情。因为梁焕是上级组织介绍到公司工作的，经理不能开除他，但却对他做出了惩罚性的处置：把他派到海珠西南部的南石头上班，去干最重的体力活。当时市区还没有开通到南石头的公交车，梁焕从家中步行去南石头，快步走也要一个半小时，每天起早贪黑赶路上下班，经常连早、晚餐都吃不上。
一年后，梁焕的身体实在不堪重负，只好辞掉了在运输公司的工作。没有了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但他还得养活一家人啊！妻子体弱多病，儿女又还小，梁焕只好上街打散工。他先后到当时的从化县供销社驻广州办事处、佛冈县供销社驻广州办事处等十多个单位做过随车搬运工，不论白天黑夜、酷暑寒冬，随叫随到，装卸搬货。这一干就干到1977年，梁焕已经53岁了，整个人又黑又瘦又脏，像个乞丐，时常累倒在街头。
“老梁，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广州市公安局原来负责与梁焕单线联系的女同志陈凡，当她偶然在街头发现累瘫在地的梁焕后，开始都不敢认他，询问确认是她负责联系的“特情”人后，她心酸得泪流满脸，哽咽不已。
“陈同志，您不要难过。我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梁焕反过来安慰陈凡。
“您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帮您解决工作问题！”陈凡马上给当时的广州市东山区委组织部领导邓谅深写报告，反映梁焕的功绩和困难，请求组织给梁焕安排一份固定工作。正好邓谅深之前在派出所工作过，知道梁焕的事迹，也知道他是公安机关保护的对象。邓谅深立即向上级反映，最终把梁焕安排在东山区的铸造厂做三轮车工兼搬运工作。就这样，梁焕后来一直在铸造厂干到退休。但他的收入在广州普通市民中仍然属于最低水平，一家人勉强糊口，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抽烟、喝酒。他租住的是侨房，被拆迁后又回迁到原址。
梁焕几十年来戴着“反革命、特务”的帽子，也一直令当年发展他为“特情”人员的原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徐展内疚不已。
当年特务阴谋告破、刺探情报一案结案时，徐展因功被当时的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授予二级侦察模范。后来徐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在破获这个大案中，功劳比我大、危险比我大的是梁焕，但他却被定为‘投案坦白’的特务，‘免予刑事处分’。当时就让我难以接受，这实在太委屈梁焕了。这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为梁焕作证，洗刷他的不白之冤。”
1961年秋，徐展转业到云浮硫铁矿工作，1981年调回深圳，在市旅游公司工作到离休。多年来，徐展始终同梁焕保持着私人联系，了解和关注他的处境，在他困难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更重要的是期待有朝一日能为他作证，洗刷他的冤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多年来沉积的冤假错案进行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徐展多次劝梁焕向上申诉。但梁焕却认为，“当年领导郑重地对我说过，我的蒙冤是保守“国家秘密”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更是反特工作的需要”。他心想，徐展早已不是公安部门的领导了，他并不了解现在的“特情”。也许什么时候再出现重大“特情”，组织上还需要他这个老“特情”重新出山呢。另外，广州市公安局原来与他单线联系的陈凡，因为患病，已经丧失了部分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即使申诉，梁焕也不知道该找谁合适。
梁焕固执地拒绝了徐展的好意，他说：“我现在还没收到上级的进一步指示，根据纪律，我只能将秘密带进棺材里！”
再后来，由于人事更迭，机构变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梁焕一案的实情也不掌握，致使这一“冤案”一时难以纠正过来。

尾	声

当看到《羊城晚报》居然在头版公开详细报道了当年的案情后，梁焕被深深触动了，“当年要我严守的‘国家秘密’已经解密了！那我应该可以恢复名誉了！”
《羊城晚报》的报道，也触动了当年的一些见证人：原深圳边防公安30团的徐展、徐明和刘燕昌，当年在广州市公安局东山分局工作的朱家泉、邓谅深。他们都对梁焕表态：我们愿意为你作证！
梁焕这才下定了向上申诉的决心。梁焕匆忙叫回在广州市水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的儿子梁仲玉，“快快为我写申诉书！”
听到父亲惊心动魄的卧底经历后，梁仲玉大吃一惊，半天缓不过神来，他根本就不相信，默默无闻做了大半辈子搬运工的父亲，竟然是个卧底英雄！
梁焕的申诉，得到了广州市相关领导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广州中院对案情进行了认真细致、全面的复查，认定梁焕申诉的情况完全属实。
2003年1月10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刘粤军庄严地宣读（2002）穗中法审监刑再字第2号判决结果：
一、撤销本院（1954）年市字第1830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梁初（现名梁焕）的反革命、特务的定罪及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罚。
二、宣告原审被告人梁初无罪。
宣读完毕，在场的五位证人和梁焕的家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相互拥抱。
公正和清白，在迟到48年后，终于还给了这位为保卫广州立下卓越功勋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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